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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竞争与国家能力：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的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

赵德昊


　　 【内容提要】　国家能力建设是发展中地区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内

容。主要基于西欧经验的国家建设理论强调国际战争等外部因素对国家

能力的作用，但无法解释缺乏国际战争压力下的国家能力变化。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国家基本不再面临关乎生死存亡的国际竞争压力，

但发展中国家因内部精英冲突导致的政权变迁则时有发生。因而精英竞

争成为理解当代发展中地区国家能力变化的重要视角。在正式制度力量

孱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不仅反映了国家内部

不同族群的权力地位，也体现了两种精英竞争模式。在权力分享情境

下，精英之间的主要竞争模式为庇护政治；在族群排斥情境下，精英之

间的竞争走向公开化和暴力化。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的政治安排通过对

族群精英竞争模式的塑造影响着非洲国家能力的发展。对非洲国家面板

数据的回归分析以及对尼日利亚两个军人政权的比较案例分析，可以验

证权力分享通过对庇护政治的强化削弱了官僚质量，但因对全国统合力

的提升而强化了财税能力；而族群排斥因其带来的备战效应和对政权内

部庇护链条的简化推动了官僚质量提升，但也因此削弱了国家对领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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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控制力，从而降低了国家的财税能力。

【关键词】　权力分享　族群排斥　精英竞争　国家能力　撒哈拉

以南非洲

一　引言

国家能力不足、国家治理失效是撒哈拉以南非洲①国家政治发展面临的巨大

挑战。在对国家能力建设的研究中，主流研究成果基于西欧的国家建设经验，强

调战争等国际竞争因素对国家能力建设的影响②。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

际环境基本避免了民族国家被征服、消灭的可能性，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

代，非洲甚至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非自愿的边界变更。③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发

展中地区的国家都失去了推动国家能力发展的动力与可能。国际竞争虽然很难再

让精英感受生死存亡的威胁，但政权的覆灭却时常发生。国内政治精英之间的竞

争对执政精英造成的压力并不亚于国际战争。在非洲长期的政治发展中，由于竞

争性制度的长期缺位和失效，非制度化竞争一直是精英竞争的主要形式，这种非

制度化的精英竞争仍然塑造着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

在非洲，任意两人来自不同族群的概率是６６％，世界平均为３６％，非洲的

族群多样性要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④ 而且非洲国家通常缺乏统合全国的官

僚机器或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在政治集权程度较低、公共物品供给能力较弱

的国家，如果其公民社会还十分弱小，那么政治联盟和政治认同往往会根据族

群界限来形成。⑤ 非洲族群政治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人口、政治、历史和社会

根基。历史上，殖民者往往依靠族群精英进行间接统治从而最小化统治成本，

族群精英的重要政治地位和族群政治传统也在独立后传承了下来。在国家公共

服务能力疲软、传统治理结构深刻影响着日常政治经济生活的情况下，广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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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族群界别息息相关。在非洲政治发展中，族群政治影响着

制度设计、政策制定、选举结果和资源分配等重大政治事项。作为族群的主要

代表和相关权力的行使人，族群精英之间的互动也必然在非洲国家建设的进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检验非洲国家族群精英竞争与国家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一

个包含非洲国家族群权力结构以及国家能力相关数据的面板，并基于精英竞争理

论，构建了从权力分享、族群排斥的族群政治安排到非洲国家能力变化的解释链

条。这一结论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非洲族群政治与现代国家构

建的关系，在理论与方法上也表明了同一现象对国家能力不同维度可能具有完全

相反的效用。

下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精英竞争与非洲国家能力发展的相关

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第二部分是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提出笔者解释权力分享、族

群排斥和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设，第三部分是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和模

型，第四部分是分析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是在定量结果基础上的比较案例分析，

最后是研究结论和进一步展望。

二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本文致力于探讨精英竞争对国家能力不同维度的影响。在对发展中地区国家

能力变化的研究中，精英竞争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这类研究关注国内行

动者的战略互动对国家能力的塑造作用。根据其所关注的行动者类型可以将这类

研究分为三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主要关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竞争，

第二条路径主要关注选举制度下的精英竞争，第三条路径主要关注政治精英的非

制度化竞争。这三种研究路径在不同的逻辑上对精英竞争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剖析。

（一）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竞争与国家能力

关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竞争关系的学者，往往从行动者利益最大化的

逻辑出发解释精英竞争的行为，并通过精英的权力结构预测精英的互动模式，从

而分析其对国家能力的塑造作用。有学者根据对秘鲁的研究发现，该国政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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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国家能力，但这种努力被非国家行动者能力的增长所抵消

了①。即便在军事—财政解释路径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早期现代国家形成领域，也

有学者发现，只有在净债权者 （ｎｅｔ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掌权的国家，战争才能促进现代

财税体制的构建，因为这符合净债权者的利益。而在净债务者掌权的国家，如波

兰，即便面临国家覆灭的前景，统治者依然不愿推行现代财税体制。② 加费亚斯

（ＦＧａｒｆｉａｓ）通过对后革命时代墨西哥的研究发现，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经济精

英担心国家能力的发展会增加自己财产被剥夺的风险，因而阻碍政治精英对国家

能力的强化。③ 而 “大萧条”对经济精英的削弱则马上表现为土地改革的推进和

地方上政府官员数量的增加。他还认为这种土地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在缺乏诸如大萧条这样的外生冲击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ｃｋ）

的情况下，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精英总是倾向于限制政治精英对国家能力的强

化。这类研究共同关注了政治精英发展国家能力、提升政府权威的努力与经济精

英最小化国家汲取份额间的冲突。学者们往往利用深入的案例来挖掘精英竞争与

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精英之间的权力结构来观测精英

的互动模式与战略选择。但这类研究一般认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互动能

否促进国家能力的发展，关键要看其所处的情境，而且他们对精英竞争的形式与

影响的分析往往也是高度情境化的，这就很难形成一般性的理论。此外，这类研

究往往将政治精英抽象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多样性，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二）基于选举制度的精英竞争与国家能力

选举制度通过设立一种制度化的竞争手段，鼓励政治精英通过选举获得民众

支持赢得政权。许多学者也确实探讨了选举制度作为一种鼓励竞争的制度安排，

对国家能力有何影响。王海骁和徐轶青 （Ｗａｎｇ＆Ｘｕ）利用１７４个国家１９６０—

２００９年间的数据，系统检验了民主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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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所以还将国家能力分解为汲取、行政和强制能力，最终

都验证了选举制度和国家能力之间正向的关系①。贝拉门迪等 （Ｂｅｒａｍｅｎｄｉｅｔ

ａｌ）则更为直接地采用政体指数中 （ＰｏｌｉｔｙＩＶ）关于政治竞争的指标，来检验

其与国家财税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检验１８７１—２０１０年３１个国家的数据，他们

发现政治竞争对财税能力的发展有正向作用②。斯莱特 （Ｓｌａｔｅｒ）则通过案例分

析的方式提出，选举制度能促进大众性政党的出现、强化国家对边缘群体的控制

和对地方权威的干预，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基础性能力的构建③。这类研究总体上

认为选举政治有利于国家能力的构建。但是在非洲情境下，政治竞争往往并不发

生在选举中，甚至大部分非洲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选举政治。如果以民

主程度作为政治竞争的测量，不举行选举的国家可能被认为政治竞争程度很低，

但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竞争仍然有可能通过非制度化的形式展开。

（三）政治精英之间的非制度化竞争与国家能力

由于和国际战争的相似性，学界对政治精英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讨论多以内

战为焦点。围绕内战与国家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呈现出了完全相反的

研究结论。有一派学者认为，内战不仅源于弱国家，其爆发对国家构建也主要起

解构作用。④ 由于族群战争的烈度和对国家存亡的威胁仍然难和国家间战争相

比，因此其很难像国际战争那样推动统治精英对国家能力的构建。因此，赫伯斯

特 （Ｈｅｒｂｓｔ）提出，内战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国家进一步的解体，并在国家内部不

同阵营的人民间产生相当大的敌意⑤。在脆弱国家指数中，族群冲突的爆发也是

代表国家失败的四类事件之一⑥。

还有一派学者认为，内战和国际战争一样推进了国家能力的发展。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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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ｅｓ）通过税收占ＧＤＰ比重来测量国家能力，并用当年度该国是否爆发族群

战争作为自变量。基于１９７５—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的数据，他发现族群冲突起到了

和国际竞争相类似的国家构建效果。① 基桑加尼 （Ｋｉｓａｎｇａｎｉ）和皮克林 （Ｐｉｃｋｅｒ

ｉｎｇ）更进一步，他们不仅使用税收占 ＧＤＰ比重这一指标从总体上测量国家能

力，还分别运用直接税和非税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来测量国家渗透能力和国家自主

性。基于１９７２—２００２年７２个后殖民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族群冲突虽然与整

体上的国家能力以及国家自主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与渗透能力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② 卢凌宇则使用了相对政治汲取能力的指标③来测量国家能力，这

一指标将国家的实际税收与根据其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禀赋得出的预期税收作

比，通过这个比值来表现国家的汲取能力，从而较好地规避了资源禀赋和国家意

愿的影响。采用这个较新的指标，他利用１９７５—２０１３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据

验证了族群冲突与国家能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④ 但其体现族群竞争的变量仍然

依照是否存在族群战争来测量。

关注政治精英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首先，这

些研究都是在国家财政能力的维度上操作化国家能力。实际上，国家能力本身是

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其中包括不同维度，精英竞争对其中各个维度的作用可能

是不同的。其次，精英竞争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是否存在族

群战争测量族群精英的竞争。但族群战争可能只是族群竞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仅

仅关注族群战争，那么可能会忽视了非洲族群间更为丰富的、日常化的精英互动

行为。而且是否存在族群战争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完全无法体现战争烈度的影响。

烈度较低的，甚至游击化、常态化的族群冲突，与高烈度的内战对国家构建的影

响程度、甚至作用方向可能都大不相同。

从前人的研究出发，本文一方面尝试对族群精英竞争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的描

述和测量，另一方面还将从多重维度对国家能力进行测量，从而梳理出族群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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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多重关系。

三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

族群是影响非洲政治的关键因素。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实行选举政治的非洲

国家中存在明显的同族投票偏好①。统治精英倾向于对同族民众多征②，因为同

族民众对自己的政治支持更为稳固。族群政治与庇护政治也几乎是共生现象。在

提供公共产品时，政治精英更乐于向同族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同族民众也在政治

上相对更支持本族精英。③ 很多非洲国家为了保证政权稳定，在军队军官的任命

和提拔上都有明晰的族群偏好。④ 族群精英竞争不仅是族群政治的主要内容，更

是非洲政治精英竞争的核心部分。在非洲政治中，不论是政党竞争、军事政变还

是内战，这些精英竞争模式背后总有族群矛盾作为其根源。族群精英之间的竞争

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国家政权的竞争⑤。

虽然族群政治在对非洲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族群

数量越多族群问题就越严重、越重要，也并不是每一个族群都能够影响国家构建

和政治发展。在仅仅有三个族群的卢旺达，其中的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仍然爆发

了举世震惊的卢旺达大屠杀；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全国有２５０多个族

群，但政治竞争主要围绕着富拉尼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展开。因此，关键要看

政治相关族群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如果至少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行

动者声称代表该群体的利益，或者该族群在公共领域中受到系统性的差别对待，

那么该族群就是政治相关族群。⑥

传统上学界总是根据族群多样性、族群历史冲突等数据分析族群间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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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数据很难反映族群间结构性、政治性的权力关系。塞德曼等 （Ｃｅｄｅｒｍａｎｅｔ

ａｌ）将族群权力关系概括为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① 这一分类简洁、全面地概括

了不同族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在族群政治研究中也很快得到了广

泛应用。权力分享指的是两组以上的精英团体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统治联盟中，其

中每一方都同意从对国家的控制中分配收益，并且限制彼此间通过暴力来获得更

大权力份额的行为。② 对特定族群的排斥指的是将特定族群的精英完全排除出政

府、军队等要害部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非洲部分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

少数政权。被排斥的族群包括在中央政府中无权 （ｐｏｗｅｒｌｅｓｓ）、被歧视以及具有

地方自主性等几种亚类型。③ 当然，一个国家也可能对一些族群进行权力分享，

而对另一些族群实行族群排斥。比如在乔莫·肯雅塔执政的肯尼亚，以基库尤人

为主的族群权力分享联盟掌握着政权，卢奥人和索马里人则受到排斥。在莫伊上

台后，肯尼亚的权力核心又转变为以卡伦津人为主导的权力分享联盟，过去占主

导地位的基库尤精英则被逐出核心权力圈。根据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的发生状

况，我们可以将非洲国家的族群权力结构分为三类，即不存在族群排斥和权力分

享、同时存在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和仅存在权力分享或族群排斥。在图１中，横

坐标分别标示了这三类族群权力结构状况，在以国家—年份为基本统计单位的情

况下，纵坐标分别对应着这三类族群权力结构的发生频次。④ 根据图１可知，在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以国家—年份为基本统计单位，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存在权力分

享或族群排斥的现象。

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这两种族群权力结构的背后是两种精英竞争的模式。权

力分享的基本逻辑是 “如果所有主要的冲突方都被吸纳到同一套政治体系中，

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正常运转中发展其利益”。⑤ 但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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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１９８０年的肯尼亚同时存在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那么则在同时存在权力分享和
族群排斥处计为１次，如果１９８１年的肯尼亚转变为仅存在权力分享，那么则在存在权力分享或族群排斥
处计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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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权力分享或族群排斥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Ｅｔｈｎｉｃ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数据库。

力分享还要面临承诺难题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的考验，即如何确保参与权力

分享的一方不滥用国家权力来牺牲其他参与方的利益以发展自己的利益。① 在政

治制度化水平低的地方，由于权力分享的主体之间无法作出停止斗争的可信承

诺，这意味着在权力分享的安排下，精英竞争不会限制于制度化的轨道。非洲国

家的政治制度往往来自对西方国家的照搬，其制度化水平较低，因此，学者们往

往用庇护政治来描述非洲的实际政治运转状况。② 在权力分享的族群权力结构

中，族群精英倾向于使用庇护政治的手段凝聚本派系力量，并在正式制度下开展

更为隐蔽和日常化的精英竞争。在庇护政治竞争模式下，统治精英由于可供分配

的国家资源更多，从而在竞争中拥有了比较优势。此时投入国家能力建设，反而

会提高反对派通过承诺公共物品提供而获得支持的回报。③ 因此，在庇护政治模

式下，不大规模投入国家能力建设是对全体统治精英有利的选项。此外，考虑到

每一个分享权力的族群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和组织作为代表，不论族群人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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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大小，一旦参与了权力分享，族群精英都希望尽可能地安排 “自己人”掌

握政治权力，并尽量推动有利于本族民众的政治议程且避免不利于本族和其自身

政治权力维持的决策。不同部门的政治精英很可能在日常的政治运转中相互掣

肘，因此，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数目越多，国内政治的庇护链条就越复杂，对国

家能力建设的影响就越大。

由此我们提出假设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享族群的数量越

多，国家官僚的质量会越差。

相比于权力分享，族群排斥总被认为是内战的关键前奏①。族群排斥的发生

说明精英竞争走向公开化、暴力化。因此族群排斥很可能增加了国家发生内战的

预期，反映了统治精英对于内战风险感知的上升。目前对族群排斥的研究主要关

注其对族群冲突的影响，没有探讨其对国家能力的作用。但已经有研究发现统治

精英对内战风险的感知能够加强统治精英的凝聚力并且把加强国家能力当作抵御

威胁、保护自身利益的选项。我们也要看到，对不同族群的排斥所产生的内战风

险是不一样的。对较小族群的政治排斥可能不足以让统治精英居安思危，但对人

口较多族群的政治排斥可能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族群人口多也意味着更强

大的动员潜力。族群精英可以从庞大的人口中汲取人力和财政资源投入与中央政

府的抗衡中。人口不仅增加了少数族群选择对抗策略的可能性，更增加了其合法

性。中央政府所能代表的国民越少其合法性就越低。因此，被排斥族群的人口可

能是影响统治精英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已经有相关研究从人口这个角度出发，

验证了被排斥族群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和内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② 被排

斥族群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越大，统治精英所感受到的内战风险就会更高，统治

精英更有可能因此而团结一致并推动国家能力建设，通过强化国家的行政能力来

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族群排斥不仅增加了内战风险，还改变了中央政府权力分配

８６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第三辑 总第十一辑）

①

②

相关表达如：ＪｕｌｉａｎＷｕｃｈｅｒｐｆｅｎｎｉｇ，ＰｈｉｌｉｐｐＨｕｎｚｉｋｅｒａｎｄＬａｒｓＥｒｉｃＣｅｄｅｒｍａｎ，“ＷｈｏＩｎｈｅｒｉｔ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Ｒｕｌ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６０，ｎｏ４，２０１６，
ｐｐ８８２－８９８；Ｋ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ｋｒｅｄｅ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ａｎｄＪｕｌｉａｎＷｕｃｈｅｒｐｆｅｎｎｉ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ＯｐｅｎＰｏ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１，ｎｏ１０，２０１８，ｐｐ１２７９－１３１３

参见ＬａｒｓＥｒｉｋＣｅｄ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ＷｉｍｍｅｒａｎｄＢｒｉａｎＭｉｎ，“ＷｈｙＤｏ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ｂｅｌ？ＮｅｗＤａｔａ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ｐ８７－１１９；ＡｎｄｒｅａｓＷｉｍｍｅｒ，ＬａｒｓＥｒｉｋＣｅｄ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ＢｒｉａｎＭｉｎ，“Ｅｔｈｎ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４，ｎｏ２，２００９，
ｐｐ３１６－３３７；ＡｎｄｒｅａｓＷｉｍｍｅｒ，ＷａｖｅｓｏｆＷ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ｔｈｎｉｃ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ｏｄ
ｅｒｎＷｏｒｌｄ



的政治格局。在庇护政治模式下，对国家能力的强化往往意味着建设更加有力的

地方行政机构以及对中央集权的强化，但这往往会遭到地方权力精英的阻碍，因

此并不符合统治精英的利益。在权力中心清除了足够多的反对者后，强化国家能

力建设既符合执政精英自身的利益，也能让统治精英更有动力执行强化行政能力

和中央集权的决策来推动国家能力建设。因此，在极端情况下，某一族群独占政

治权力的政权要比所有族群都参与权力分享的政权更容易推出大刀阔斧的改革。

基于族群排斥所带来的内战风险和对中央政府庇护链条的简化，我们提出了

假设２：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排斥族群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越大，国家官

僚质量会越高。

国家税收能力体现了国家对其社会的渗透程度，以及中央政府对其领土的实

际控制状况，因而也是最常用来体现国家能力的变量。由于非洲国家普遍难以通

过正式制度统合全国，庇护政治不仅是中央层面精英竞争的主要模式，纵向的庇

护链条更是政府统合全国的绳索。在中央层面排斥特定族群的政治精英虽然简化

了中央政府庇护政治的格局，却也割断了控制族群聚居区的庇护链条。没有当地

族群精英的配合，很可能意味着中央政府对该族群聚居区域的控制力下降。尽管

官僚质量的改善与税收能力的强化直接相关，地域和人口失控带来的损失可能会

抵消乃至超过因内战风险和官僚质量改善对财税能力的提升。在正式制度统合国

家能力弱的情况下，权力分享的族群权力结构虽然增加了政治运行的成本，但有

利于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政治统合，相比于族群排斥能更好地保障国家财税体制的

正常运作。由此我们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排斥族群占总全国人口比重越大，国

家财税能力会更弱。

假设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享族群的数量越多，国家财税能

力会更强。

四　数据与方法

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根据因变量的数据可得性，

以国家财税能力和总体上的国家能力为解释变量的模型，时间跨度为 １９７０—

２０１０年；以官僚质量为解释变量的模型，时间跨度为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每个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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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基本单位为国家—年份。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四个假设主要考察的因变量是官僚质量和国家财税能力，这两个指标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都可用于对国家能力的测量。前者是基于专家打分的主观数

据，后者是基于经济社会指标的客观数据。这两种对国家能力的测量的内在逻辑

既具有一致性，又因其核心内容和测量方式的差别而呈现了国家能力的不同维

度。通过对国家能力的多重度量，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族群精英竞争对国家

能力的影响。变量选择标准和取值规则如下。

（１）国家财税能力

有学者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指标能够像税收占ＧＤＰ比重这样无论在理

论上还是经验上都能深刻捕捉到国家能力的总体水平”。① 征税行为体现了国家

对社会的控制和官僚部门的行政能力，税收也为国家的运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物

质支持。将国家能力操作化为国家汲取税收的能力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做法。但

国家征税意愿可能会受到本国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基于库格勒等

人开发的 “相对政治能力”②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ＲＰＣ）数据库中 “相对

政治汲取”（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这一指标。该指标在计算国家税收能力

时，考虑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然资源禀赋，并由此形成一个国家预期税

收，再将国家的实际税收和计算出来的预期税收作比形成对国家财税能力的度

量。这一指标因排除了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对财税能力的影响因而一经

提出就被广泛使用。考虑非洲国家基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在其经济结

构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农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非洲国家国民的主要职业，

因此我们采用了在数据计算时考虑了农业产值的指标③ （ｒｐｅ＿ａｇｒｉ）作为非洲国

家财税能力的度量。以该指标为因变量的模型能够覆盖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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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官僚质量

除了国家财税能力外，也有很多学者采用国际风险指南 （ＩＣＲＧ）数据库中

的政府质量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Ｑｕａｌｉｔｙ）这一指标来测量国家能力。该数据集主要通

过对专家的调查问卷进行收集，属于主观数据。这一指标用一个０—４的量来测

量官僚体系的制度能力、质量和专业程度。① 虽然已经有研究验证了官僚质量和

国家财税能力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国家财税能力还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在空间上的

控制和渗透程度，而官僚质量的指标更关注国家官僚体系本身。因此我们把官僚

质量作为与财税能力相区别的国家能力维度。将官僚质量与财税能力配合使用，

也是被一些学者所提倡的做法，有利于对国家能力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估计②。

但是这一项统计量在时间跨度上相对较短，只有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时间跨

度为２５年。此外，根据惯例，该指标也没有纳入非洲一些领土和人口规模过小

的国家。

（二）自变量

在核心自变量的使用上我们主要利用了 “族群权力关系”（ＥｔｈｎｉｃＰｏｗｅ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Ｒ）数据库。③ 该数据库系统地收集整理了１９６０年以来世界各国政治

相关族群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是目前关于族群关系最为权威、新颖和全面的数

据库。该数据库界定权力分享与族群排斥的逻辑是，如果族群精英能够成为国家

的总统或进入国家的内阁，占有高级行政职位或者成为军队的高层，那么就认为

该族群是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如果一个政治相关族群的所有族群精英没有获得

任何上述位置，那么该族群就是在政治上被排斥的族群。

（１）权力分享

对权力分享的测量主要依据ＥＰＲ数据库中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数量这一指标

来测量。我们认为在权力分享模式下，精英竞争的主要模式是庇护政治。不论族群

大小，每一个占有高级职位的族群精英都可能形成一个庇护链条。在较为极端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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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不足人口３％的美裔利比里亚人长期控制着全国的政治。因此，参与权力分

享的族群数量比权力分享族群的人口指标更能反映出非洲国家庇护政治的复杂性。

（２）族群排斥

在族群排斥的测量上，学界基本上都在使用 ＥＰＲ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这一

变量也是本研究中的核心自变量。当一个族群在权力核心层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

时，该数据库就将这一族群界定为被排斥族群。通过对被排斥族群人口占全国人

口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被排斥族群政治精英相对于执政精英的政治经济实力，

并由此体现出族群排斥所带来的内战风险。

（三）控制变量

为了得出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净效应，避免因遗漏变量而导致

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要在模型中纳入那些在理论上与国家能力相关的因素作为控

制变量。除了在一般意义上影响国家能力的人口、经济规模、政体等因素外，本

文在模型中还纳入了年度经济增长率用来表现国家经济发展态势，用距上一次战

争的时间即和平时间、近五年内是否发生过非常规性的政权变迁 （如军事政变）

来表现国家的政治稳定态势。在经济增速较高、政治较为稳定的国家，统治者可

能更有动力执行低贴现率的发展型政策，因而可能更有利于国家能力的培育。在

非洲，有很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国际援助。有大量研究发现，对这

种非税收入的依赖往往会降低政府对于财税体制的建设并削弱政府有效回应社会

需求的动力，最终损害国家能力的建设①，因此，本文也将对石油资源的出口和

年度国际援助的接受纳入模型之中。最后，根据军事—财政理论，国际竞争压力

对国家能力发展可能有推动作用，尽管非洲实际发生的国家间战争较少，但有学

者强调了对本国产生安全压力的国际对手可能会产生和国家间战争类似的国家建

构作用②，因此，模型中也纳入了能够反映国际竞争压力的国际对手这一二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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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作为控制变量。参见表１。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家财税能力 １５９２ １０９９ ０５００ ００７２０ ３４７３

官僚质量 ８２８ １３３８ ０９７６ ０ ４

权力分享 １５９０ ２５５９ ２０６８ ０ ８

族群排斥 １５９０ ０２３１ ０３０１ ０ ０９８０

国际援助 （自然对数） １５２６ ３３２０ １０１８ ０ ５９９９

人均ＧＤＰ（自然对数） １６０３ ７２４２ ０７７５ ５８０７ １０４２

经济增长 １５９７ ０７７６ ６９３２ －４２１９ ６１４６

人口规模 （自然对数） １６０７ １５６９１ １１７１ １３０３ １８８８

石油出口 １６０７ ０４８７ ２０５４ ０ １７８５

政体 １６２３ －２５１７ ５６７６ －１０ ９

非常规政权变迁 １５９２ ０２０５ ０４０４ ０ １

和平时间 １６０７ ２１００５ １５１８５ ０ ６４

国际对手 １５２６ ０３９１ ０４８８ ０ １

（四）模型设定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是典型的面板数据。针对面板数据的主流分析模型

为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根据模型选择的 Ｆ检验和豪

斯曼检验的结果，固定效应模型是最有效的分析方式。固定效应模型也被认为

是处理内生性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这一模型可以控制国家不随时间改变

的个体特征，① 例如，国家的领土规模、地形、殖民历史等因素。因此在控制

变量的选择时并没有将这些因素纳入模型中。为了解决回归分析常见的异方

差、组内序列相关等问题，所有模型都采用了根据国家聚类的稳健标准误。时

间本身也是影响复杂政治、社会现象的重要因素，时间因素里涵盖了复杂的时

代背景因素，诸如冷战、经济危机等时代性因素都会对国家能力造成影响。因

此所有模型都固定了时间效应，控制了时间性因素的作用，最终形成双向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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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模型。

五　实证分析

根据研究设计，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２、表３。表２的因变量为官僚质
量，该指标只有１９８５—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并且剔除了非洲人口规模和领土规模较

小的国家，覆盖３２个非洲国家的数据。表３的因变量为财税能力，涵盖１９７０—

２０１０年４１个非洲国家的数据。总体而言，以下８个模型，基本验证了我们的研

究假设。

　表２ 以官僚质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族群排斥
０６２７ ０７２９

（０２９５） （０２８８）

权力分享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５６２）

人均ＧＤＰ
１２１３ １２３４ １２７８ １２８０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１） （０３２９） （０３２７）

人口规模
２７６９ ２７４６ ２７８５ ２９７５

（０８７７） （０９７１） （０９０７） （１０１６）

政体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４）

石油出口
００５９４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４０２）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４０５）

外国援助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６５８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７２４）

国际对手
－０１９４ －０２５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４０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８）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３）

经济增长
－０００５９６ －０００７２８ －０００６１９ －０００７３２

（０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３３０） （０００３３１）

非常规政体变迁
－０３０３ －０５０１ －０３２８ －０４９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８）

４７

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第三辑 总第十一辑）



续表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和平时间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０７４２） （０００８０２） （０００７２８） （０００７６２）

常数项
－５０９３ －５０７２ －５１２１ －５４１８

（１４６７） （１６３２） （１５０４） （１６９０）

观测值 ７６５ ６９６ ７６５ ６９６

Ｒ的平方 ０４１０ ０４４３ ０４１５ ０４３９

国家数量 ３２ ３０ ３２ ３０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标准误依据国家聚类；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表２主要呈现了以官僚质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１为包含全样本与控

制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政治相关族群为０可能意味着该国族群政治并

不显著，族群精英之间的竞争可能并不重要，为了避免这类国家的数据对回归结

果可能造成的扭曲，我们又在模型２中去掉了政治相关族群为０的观测值。通过

模型１和模型２可知，族群排斥的程度越高，国家的官僚质量越高。这也与我们

的假设２相符。族群排斥意味着不同族群精英之间的竞争走向公开化，并随时有

激化的可能。这一形势会给统治精英内部带来一定的备战压力，迫使其改善官僚

质量以应对可能的内战风险；而将对立精英清除出体制内部则减少了庇护政治格

局的复杂程度，也让统治精英更有可能放开手脚强化官僚体系的建设。因而族群

排斥可能强化统治精英改善官僚体系的动机与能力。模型３和模型４的结果显

示，中央政府中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数量越多，国家的官僚质量越差。这一结果

验证了假设１。这也与前两个模型的结论相互呼应。权力分享让国内政治的庇护

链条变得更加复杂，通过政治庇护来获得政治支持，并利用政治支持攫取更多的

国家资源成了权力分享模式下精英之间互动竞争的主要模式。国家各层级官僚的

任命和行事更有可能基于特定族群的利益而不是基于全国的利益。参与权力分享

的族群数目越多，这一趋势可能就越复杂，因而会对国家官僚体系的建设产生负

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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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以财税能力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族群排斥
－０３６９ －０３７５ — —

（０１７０） （０１６８） — —

权力分享
— —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８９９

— —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４２９）

人均ＧＤＰ
０３５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０２ ０２５８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６）

人口规模
－０４０３ －０２４０ －０４７９ －０４０８

（０４０９） （０４８３） （０４１８） （０４８４）

政体
０００３６０ ０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０４７２ ０００３３３

（０００６８４） （０００８８３） （０００７５５） （０００８８１）

石油出口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６４７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２８４）

外国援助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３９２）

国际对手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３９８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６９６） （００６４８） （００６９８）

经济增长
００００３９１ ００００５４８ ００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１５６）

非常规政权变迁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４８７）

和平时间
－０００７１１ －０００８４７ －０００６２３ －０００７８０

（０００４８４） （０００５２２） （０００４５８） （０００４７２）

常数项
４８３４ ２９０２ ６０９３ ５３７６

（６１２４） （７２５０） （６２５５） （７２８４）

观测值 １，４７３ １，２９４ １，４７３ １，２９４

Ｒ的平方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８

国家数量 ４０ ３６ ４０ ３６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标准误依据国家聚类；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表３呈现了以财税能力为因变量的回归的结果。与表２的逻辑类似，为了保

证结果的稳健性，在这四个模型中，模型５和模型７为包含全本样本与控制变量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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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６和模型８则去掉了政治相关族群为０的观测值。模

型５和模型６的结果显示，族群排斥与国家财税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也

与我们的假设３相符，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排斥族群占全国总人口比

重越高，国家财税能力越差。这一结果证实了，非洲国家的统治精英在实行族群

排斥策略后，难以再通过正式制度实际控制被排斥族群的人口和其聚居地域，国

家财税汲取能力有所下降。虽然排斥其他族群所带来的内战风险让执政精英有动

机强化汲取能力来应对可能的安全风险，但这种强化措施并不能抵消领土与人口

控制下降带来的损失。模型７和模型８展示了权力分享对于国家财税能力的作

用。虽然在模型７中这一相关关系在全样本模型中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其

ｐ值已经相当接近临界值０１了。而在模型８中，我们能够看到权力分享与国家

财税能力呈现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模型７，模型８的样本排除了政

治相关族群为０的观测值，仅仅就族群政治影响政治生活的国家而言，通过权力

分享，国家对人口和地域的控制力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也直接表现为国家

财税能力的强化。

六　案例分析

基于大样本的回归分析虽然可以揭示出变量间的基本关系，但难以阐明这种

关系何以发生的具体机制。为了进一步阐明族群权力结构是如何通过改变族群精英

竞争模式而影响国家能力的，从而佐证回归分析的结果，本文将对尼日利亚的戈翁

政权 （１９６７—１９７５年）和巴班吉达政权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进行比较案例分析。

尼日利亚是分析族群问题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影响的理想案例。尼日利亚是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内有多达２５０个族群，其中的三大主体族群豪萨—富拉

尼人、伊博人和约鲁巴人分别聚居在国家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在宗教上，尼日

利亚还出现了北部以伊斯兰教为主流、南部以基督教为主流的明显区隔。此外，

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发展史几乎是非洲大陆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独立后，尼日利

亚的政治体制多次转换，政变和内战频繁，经济上依赖石油出口和对外援助、债

务问题也十分严重。族群之间的互动又是解释这些政治经济现象的关键一环。

在尼日利亚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戈翁政权与巴班吉达政权是执政时间较

长、对后续政治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两届军人政权。在政治上，戈翁政权和巴班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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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政权都属于军人执政的军政府。但戈翁政权总体上属于多族群权力分享的政

权，尤其是在内战之后。而巴班吉达政权总体上属于北方穆斯林垄断核心权力的

政权。在经济上，戈翁政权正值世界石油价格高涨时期，尼日利亚财政状况较

好，经济总体增速较快，而巴班吉达政权正值石油价格处低位时期，国家财政状

况较为恶劣，经济发展态势起伏也较大。通过尼日利亚这两段历史时期的比较有

利于我们控制变量并排除竞争性解释。

戈翁的上台源于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的终结。在尼日利亚刚刚赢得独立的第

一共和国时期，国家被分为北、东、西三个大区。三区政府和议会分别被三个主

要族群及其代表性政党所控制，联邦政府所拥有的权力相当有限。这种政治安排

助长了族群—区域冲突、不平等、不安全和分离主义①。１９６６年１月，来自东区

伊博的军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同年７月又发生了针对伊博族的反政变。正是

这次政变导致以戈翁为首的军人集团上台执政，同时全国也发生了针对伊博族人

的暴乱。到了１９６７年第二季度，全面内战已经迫在眉睫，军政府领导人决定将

联邦重建为１２个州。这一措施大大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② 但这并不足以阻

止内战的爆发。伊博族领导人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宣布成立比夫拉共和国，这直接

导致了内战的爆发。虽然内战以政府军获胜告终，但三年惨烈的内战至少导致

１００万人丧生。③ 废区立州是戈翁在政治上的主要成就，而这一成就能够得以落

实主要是由于内战风险的刺激。内战后一些巩固联邦政府权力的措施也都源于内

战和第一共和国覆灭的深刻教训。如果说战前的戈翁政权是对伊博人族群排斥的

政权，基于战后的民族和解原则以及戈翁本人不仅来自少数民族而且是出身北方

的基督徒，戈翁军政府战后具有明显的族群权力分享性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由于石油经济的繁荣，以及联邦政府与东部产油区族群的相对和平，尼日利

亚政府税收占ＧＤＰ比重在大多数年份都能达到２０％以上甚至接近３０％，以当时

的非洲标准来看已经相当不易。④ 但政府能力低下、腐败的顽疾却在族群权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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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和石油经济繁荣的情景下愈演愈烈了，更为关键性的改革也难以推进。戈翁政

府试图建立民族意识的努力就遭到北方 “卡杜纳集团”（ＫａｄｕｎａＭａｆｉａ）的抗拒。

卡杜纳集团是一个与军方有关联的北方知识分子团体，他们惧怕任何可能增强南

方实力的变动①。两个五年计划所规划的工厂沦为了族群精英的恩庇来源。国有

工厂和其他公司成为政治精英操纵政治优势的舞台，任命忠诚于他们的支持者到

董事会当中，并雇用来自同一社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成员②。各级政府更是成了

族群精英利用公共资源壮大个人影响的主要渠道。联邦和地区政府的规模膨胀到

远远超出实际管理需要的程度。③ 在这一阶段，尼日利亚享受着相对平稳的族群

关系和繁荣的石油经济，族群精英主要通过大肆侵吞公共资源积累个人财富和影

响力方式展开竞争，这也伤害了尼日利亚政府在战后限制腐败、改善官僚质量的

能力。戈翁本人也因为试图推行伤害北方利益的政治改革而被北方军官赶下台。

巴班吉达的上台则源于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的失败。军政府于１９７９年将政

权移交给文官，尼日利亚由此进入了第二共和国阶段。为了避免重蹈第一共和国

的覆辙，第二共和国在宪法上禁止成立以地区、宗教或部族为基础的政党。由此

产生的第二共和国的执政团队也较多地体现出多族群权力分享的特点。这一带有

权力分享特点的文官政府在执政上极为腐败与无能。有学者指出：“并不是部族

问题而是领导者的无能葬送了第二共和国。”④ 灾难性的执政表现和混乱的大选

让尼日利亚军队于１９８３年再一次接管了政权。许多尼日利亚人逐渐感到，这个

新的军政府已经完全被北方人控制。⑤ 巴班吉达于１９８５年通过政变的方式成为

军政府的领导人物。虽然这一时期的军人政权在政府内任命了一些卢奥族和约鲁

巴族的官员，但军队的核心权力层仍然由北方精英所主导。尼日利亚虽然是穆斯

林和基督徒各占一半的国家，但在巴班吉达执政时期，尼日利亚加入了伊斯兰会

议组织。这体现了北方穆斯林精英在尼日利亚的主导地位。在权力核心对约鲁巴

和卢奥精英的排斥意味着国家对全国统合能力的下降。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尼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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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政府税收占ＧＤＰ比重常年超不过１０％，其中１９８８年的国家税收甚至仅占ＧＤＰ

的２５％。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内战的可怕景象和当前恶劣的经济状况让军政府不敢

放松对政权安全的建设和对政府控制的强化。巴班吉达时期，军政府对国家的安

全部门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原国家安全组织一分为三，形成了专注国内安全的国

家安全局、专注于国外情报的国家情报局和专注于军事情报的国防情报局。这体

现了族群精英竞争在较为激烈的阶段给统治者带来的内战压力。１９９１年南方军

官的军事政变也佐证了这一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在族群排斥的权力结构下，政府

内部庇护链条相对简化，政府更有能力推进较为激进的改革措施。作为具有过渡

性质和矫正性质的军政府，军政府一直承诺将在条件成熟后还政于民选的文官政

府，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布置。为了总结尼日利亚过去制度失败的经验教训，

巴班吉达成立了主要由专家学者组成的 “尼日利亚１９８６政治局”（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１９８６），其咨询成果为军政府的改革与还政于文官政府的路线提供

了一定的指导。在执政过程中，巴班吉达为筹建中的第三共和国设计了一套宪

法，组织了两个主要进行选举竞争的政党，并在大选前率先实现了各州的选举。

为了强化联邦体制和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巴班吉达还在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１年两次扩

充州的数目，在联邦框架下划分了３１个州级行政单位。在经济上，巴班吉达政

府积极推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结构调整计划。其中包括货币贬值、私有

化等较为激进的改革措施。在巴班吉达统治时期，在４分制的政府质量评价体系

中，尼日利亚政府质量得分达到了２分，而１９８４—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政府质量的

平均得分仅为１３分②。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时段尼日利亚的国族建设并没有得

到有效推进，族群矛盾只不过被暴力暂时压制了。在１９９３年还政于民的大选中，

约鲁巴人阿比奥拉的胜利让北方军人政府作出了不承认大选结果的激进举动，尼

日利亚再一次进入混乱之中，之前有限的改革成果几乎全部丧失。

通过尼日利亚的政治发展经历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族群权力结构下，由于精

英竞争模式的改变，国家的财税能力和官僚质量由之发生了变化。具有权力分享

特点的戈翁政权在财税能力上表现得更好，但在政府质量上更差，有限的改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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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自ＪａｃｅｋＫｕｇｌｅｒａｎｄＲｏｎａｌｄＬＴａｍｍｅ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Ｒｏｗ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２；数据库参见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ｄａｔａｓｅｔｘｈｔｍｌ？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ｄ＝ｄｏｉ：１０７９１０／ＤＶＮ／
ＮＲＲ７Ｍ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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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ｒｅｏｕ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ｉｓｋｇｕｉｄｅ／。



就也主要集中在对伊博人的族群排斥时期。而具有族群排斥特点的巴班吉达政权

虽然在国家财税能力上较差，但更能放开手脚推动各类改革，因而在官僚质量上

反而有所改善。如果从竞争性解释来看，处在经济繁荣阶段的戈翁政权在政治改

革上本来应该能调集更多资源并具有更大的容错空间，但实际上推动大量政治行

政体制改革的反而是处在经济下行期的巴班吉达时期。尽管巴班吉达时期石油价

格走低，但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仍然倚重石油出口，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随石油

价格的走低而萎缩，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的结构性暴跌反映了国家财税能力的

衰弱。此外，在尼日利亚的案例中，正式制度也没有对国家能力的变化产生明显

的作用。因为戈翁政权和巴班吉达政权都属于权力较为集中的军人政权，但他们

在国家能力不同方面的表现却有很大差别。尼日利亚的案例也解释了，在正式制

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财税能力和官僚质量的发展结果都难以长久，政治体制的不

稳定往往会让前期成果付诸东流。

七　结论与讨论

精英竞争是解释发展中国家能力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在吸收前人关于族群

冲突和国家能力发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精英竞争的指涉范围，

并从国家能力的多重维度出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境下检验了精英竞争与国

家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非洲国家的实证数据分析和对尼日利

亚两个军政府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发现，在族群权力分享的情况下，精英竞争

的主要模式是庇护政治，参与权力分享的族群越多，国家的官僚质量可能会越

差，但对国家整体统合力的强化可能会带来国家财税能力的提升；在族群排斥的

情况下，精英竞争走向公开化、暴力化，国家面临强大的内战风险，基于备战效

应，国家的官僚质量可能会越强，但是由于族群排斥导致正式制度弱小的国家无

力控制被排斥族群的人口和聚居区域，所以国家财税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

本文基于精英竞争的视角，进一步完善了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发展变迁

的讨论。否定了精英竞争对国家能力的线性关系，强调不同类型的精英竞争对不

同类型的国家能力可能有不同作用。权力分享和族群排斥对国家财税能力和官僚

质量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通过这一结论，本文也揭示了国家能力内部不同维度

的复杂关系。同一现象对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可能会产生不同作用。仅仅针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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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度的国家能力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全面的。

正如关注冲突与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学者并不是在鼓励国际和国内冲突一

样，本文并不是主张非洲国家采取严厉、排斥性的族群政策，而是对实施相应族

群政策的国家有一个更加合理的发展预期。族群排斥不一定是国家崩溃的前兆，

也有可能激发统治精英强化国家能力建设的动力。此外，在非洲国家广泛存在权

力分享和族群排斥这一现象的情况下，客观认识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本身就是一

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但我们也能看到，不论是权力分享还是族群排斥，其对国家能力不同维度的

影响都各有利弊。已经有研究证明，之前被西方学者寄予厚望的族群权力分享只

能维持短期的、表面的稳定，① 我们又进一步挖掘出其对国家能力的腐化作用。

而族群排斥则从来都是内战的重要诱因。可见，想要推动非洲国家迈入政治发展

的快车道，关键还是要依靠打破庇护政治—族群冲突的恶性循环，根本追求还是

要建立强有力的正式制度。只有强化制度对精英专断性权力的约束、强化国家认

同来弥合族群分裂造成的政治困难，非洲大陆才能更好地迎来发展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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